
新區域主義下的東南亞國協經貿整合： 
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

張愷致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謝笠天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

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以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締

結，促成了全球貿易的自由化以及國際產業供應鏈的重整。然而，伴隨國

際貿易自由化而產生的國際財富分配不均，以及發展中國家未能因貿易自

由化獲益的問題，亦導致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齟齬日漸加深。開發

中國家因此擔憂國際貿易的自由化不但無法幫助其實現脫貧的目標，更可

能如國際政治經濟學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所描述，導致發展中

國家成為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的墊腳石。

本文主張，自2000年後興起的第三波區域整合（Third Regionalism）

中，大量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撼動了過往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的國際

貿易架構。發展中國家在此階段大量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修正了過往區

域整合由已開發國家主導態樣，並讓發展中國家在區域整合甚或是巨型貿

易協定的談判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本文透過對東南亞國協在東協經濟

體2025藍圖下對服務業貿易整合策略之分析，說明發展中國家在第三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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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整合中發展出的新區域主義，並解釋東南亞國協如何透過多元且富有彈

性的整合模式，漸進式的讓發展中國家擴大其貿易開放承諾，在深化區域

經貿整合的同時，降低貿易自由化對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之衝擊，兼顧

開發中國家透過貿易促進發展之需求以及期待。

關鍵詞：新區域主義、依賴理論、自由貿易協定、東南亞國協、區域整合

*　　*　　*

壹、緒論

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在全球經貿體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WTO除了擔負促進各國進行經

貿談判以及建置新貿易規則的功能外，WTO貿易政策監督（亦稱透明化）機

制下對各成員國貿易政策的檢視，也有助於減少貿易障礙。此外，WTO具有

強制管轄權的爭端解決機制，也提供了成員國面對貿易爭端的準司法救濟途

徑，並有助於成員國依「規則」而非「力量」解決彼此間之爭端。

WTO規則已成為全球多邊貿易制度的骨幹，且對促進全球貿易自由發展

有顯著貢獻。但隨著WTO談判在杜哈回合談判後陷入停滯，其貿易政策監督

以及爭端解決等功能，也在運作上遭遇困難或受到會員質疑，WTO及全球多

邊貿易體系對貿易的主導地位，已逐漸受到挑戰。相較於WTO多邊貿易體系

近年面臨的困境，雙邊及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

稱：FTA）在同期間則迅速發展，並在多邊貿易體系停滯期間，持續發展新規

則，並對國際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消除貿易障礙做出貢獻。

在近年締結或正進行談判的區域貿易協定中，又以將完成泛太平洋整合

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以及促成亞洲區域經貿整合之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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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等巨型區域貿易協定（mega-regional FTAs）最受矚目1
。此些巨型區

域貿易協定除了因覆蓋經濟體規模龐大而受矚目外，其針對政府控制事業、勞

動、環境以及中小企業等新貿易議題所制訂的規範及條款，也都被認為可能影

響未來多邊貿易談判方向，且對國際貿易規範發展具重要的指標性意義。

傳統上，重要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整合計畫，主要是由北美、歐洲、日本

和澳洲等經濟發達的北方世界國家（Global North Country）所推動，其所反映

的也主要是經濟發達國家對區域整合之策略和期待。相對的，對貿易自由化較

謹慎的南方世界國家（Global South Country），其對於區域經貿整合及FTA簽

署之政策，則較容易被學界所忽略，甚至被認為南方世界國家對區域經貿整合

採取消極之態度。

事實上，雖然南方世界國家近二十年間所締結的FTA，在規模上或許無法

和CPTPP等巨型貿易協定相比擬，但南方世界國家間締結的FTA不論在簽署數

量、貿易覆蓋範圍，抑或是其市場開放程度，均不亞於前述之巨型自由貿易協

定。倘若在研究時忽略了南方世界國家近年在推動區域整合努力及成果，此時

自將因疏漏南方世界國家對當前國際經貿秩序建構之影響，而無法全面性了解

當前區域經貿整合之趨勢及特徵。

本文作者主張，在2000年後開始的第三波區域整合（Third Regionalism）

中，除了北方世界國家所主導的巨型區域貿易協定外，南方世界國家所推動的

區域經貿整合及FTA締結，形塑了以南方世界國家需求為本的新區域經貿秩序

（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相較於1970年代發展，強調經濟較發達國

家負有協助南方世界國家發展義務，並應讓南方世界國家享有更多貿易優惠，

使之得以透過貿易而獲得發展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南方世界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建立的新區域經濟秩序，並不強調

北方世界國家提供之協助，而是著重於利用南方世界國家之合作。使南方世界

國家互相開放市場並整合生產資源，進而得降低對北方世界國家市場和技術之

1 除了CPTPP和RCEP外，目前另有將完成泛大西洋整合之「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
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而重整北美經濟體貿易規則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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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減少和北方世界國家合作時常面臨的市場開放壓力。以維護國家對貿易

之規範主權，亦有助於避免南方世界國家在全球經貿動盪時可能受到的衝擊。

南方世界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實行的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

以多元且富有彈性的整合策略推行區域整合，促進區域內跨境服務業貿易以及

商業投資，整合區域內勞動生產資源，並擴大區域市場規模。即便是在政治及

經濟上具高度爭議性及敏感性的服務業貿易，南方世界國家仍能利用漸進式整

合策略，說服成員國進行開放。南方世界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中扮演的角

色，其對於平衡國家主權以及貿易自由化間衝突的處理，以及其推動區域整合

所採取之策略，對於國際經貿法以及區域整合之研究，均有重要之影響和可參

考性。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

ASEAN或東協）自1961年創立以來，功能已從冷戰時期維護區域軍事安全及

政治穩定，逐漸轉變為促進並推動區域經貿合作，成員國也從原本的四國成長

為目前的十國
2
。雖然東協成員國主要為開發中國家，但東協整體經貿發展快

速，自2000年以來區域經濟平均成長率超過5%，在2018年更已是全球第五大

經濟體（ASEAN 2018, 27）。東協除了因區域經濟發展快速而受到矚目外，

其目前也是各國積極爭取合作的對象，並是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主要推手。其

中，臺灣自2016年開始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即著重於深化與東協各國國家發

展經貿關係，強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連結及合作。在亞太地區的區域經貿整

合中，東協不論對集團內經濟體的整合，又或是以推動亞洲區域經貿整合的

RCEP談判與締結，均扮演著核心推動者之重要角色。

著眼於東協由南方世界國家組成之特性，其在全球和區域經貿整合之重要

角色，以及東協在推行區域經貿整合之豐富經驗，本文以東協區域經貿整合

為研究範例，探究南方世界國家間之經貿整合態樣及策略，並將聚焦於東協自

2007年開始籌建之東南亞國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

稱AEC 或東協經濟共同體），推動服務業貿易整合及開放採行之策略，藉以

2 正式會員包括：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

馬來西亞。除正式會員外，另有巴布亞紐幾內亞為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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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東協各成員國如何在推動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兼顧並平衡發展中國家之

「發展」需求，並降低各國對貿易自由化侵蝕國家主權之擔憂。本文希透過對

東協經貿整合模式和策略研析，凸顯南方世界國家間區域貿易協定對整體國際

貿易規範制度形塑之意義及貢獻，提供對當前國際貿易規範多軸發展不同面向

觀察。並分析南方世界國家採行之新區域主義，對解決南方和北方世界國家衝

突之可能助益，以及將其用以解決多邊體系下貿易與發展之平衡問題之可能。

本文分為五節鋪陳論述，第二節將說明國際貿易中推動貿易自由化與促進

各國發展之關係，並將簡介多邊貿易體系中，為了因應各國發展程度歧異而訂

定的特別與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以下簡稱：SDT）機

制，以及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和低度開發國家（統稱為發展中國家）無法就

推動貿易自由化與維護發展權利間取得平衡，所導致WTO杜哈回合談判之停

滯及失敗。第三節介紹自九零年代後期所形成的區域貿易整合趨勢，並將側重

於說明南方世界國家間貿易協定，在此區域整合過程中扮演之角色，以及東南

亞國協之經貿整合歷程及目標。此部分將涵蓋東協1967年成立後至最新的東

協經濟體2025藍圖（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以下簡稱：

AEC 2025藍圖）之介紹。第四節以東協經濟體服務業貿易開放為核心，介紹

東協為了平衡區域內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國家對貿易及發展需求，而採行的多元

整合策略，以及東協當前推動區域內自然人跨境移動的經貿整合成效，最後則

將探討東協當前服務業貿易整合策略未來可能面對之隱憂和問題，並在第五節

總結。

貳、多邊經貿整合下的貿易與發展衝突

自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建立以來，國際社會即戮力

於協助發展中國家脫離貧窮。雖然由富庶國家提供貧窮國基金錢或物質援助，

看似能直接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但經濟學理論以及現實實踐卻顯示，

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國際貿易，才是能實質幫助發展中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

且能有效協助發展中國家脫離貧窮的方法（Matsushita et al. 2015, 714; Oxfam 

2002, 48）。也因此，目前不論是聯合國又或是世界貿易組織，均希望透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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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減少國家之貧窮問題，並希望透過國際貿易而降低全

球的貧窮人口數量（Joseph 2011, 142; Howse 2004）。在WTO的馬拉喀什協定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前言中，即

特別將「提高生活平、確保充分就業和大量且穩定成長的實際收入和有效需

求」，列為WTO欲透過發展貿易而實現的目標。

雖然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際貿易有助於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在各

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各國對於國際貿易的期待，以及所能承受的

市場自由化競爭衝擊也不盡相同。在以已開發國家為主的北方世界國家觀點

中，其認為國際貿易的重點在於提升市場開放、消弭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

並應透過落實最惠國以及國民待遇原則，強化對各國市場以及生產要素之整

合，進而極大化國際貿易利益，並減少因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所造成的無

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相對的，由發展中國家為主組成的南方世界國家

集團，則強調應落實1974年聯合國大會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決議。認為應在尊重各國國家主權獨立及完整性的前

提下，修正國際經貿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待遇，並給予發展中國家財

政以及技術上的支持性協助（affirmative action），以促進其經貿及社會發展

（Hudec 1987, 101-102）。

南方世界國家所強調的新國際經濟秩序概念，在九零年代期間因世界銀

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推行新

自由主義經濟而逐漸沒落，並因為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提倡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而受到消蝕（Cypher 2014, 238; 

Rolland 2012, 51; Williamson 2008, 16-17）。但過往十數年的努力，仍讓南

方世界國家強調應平衡貿易與發展的目標，部分地反應在國際貿易規則中。

其中，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

稱：GATT）東京回合（Tokyo Round）以及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

判中，GATT締約國將SDT條款納於WTO協定中，給予發展中國家各式履約優

惠，以及技術上協助和輔導，藉以調和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後可能受到的衝

擊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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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DT條款之闕漏與多邊體系下貿易與發展的矛盾

WTO多邊貿易規則在談判之初，即已將南方世界國家強調的「發展」需

求納入考量。其中SDT機制給予發展中國家履行WTO義務時更大的彈性、更

長的降稅期程和調適期，以及要求已開發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優惠以及

技術協助（Roessler 1998, 519-520; Hoekman 2005, 406; Hunter 2003, 315），

均是多邊貿易體系協助南方國家藉貿易發展之例證。此外，WTO下授權條款

（Enabling Clause）所創設的最惠國待遇例外（Mossner 2014; Choi and Lee 

2012; Yusuf 1980, 492; Mason 2004），也讓已開發國家可和發展中國家簽署優

惠性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而促進其經貿發展，協助其融入

多邊貿易體系（Finger and Winters 1998, 365-392; Bartels 2003, 511）。

WTO之SDT條款雖看似提供南方世界國家多元且富有彈性之優惠，但

在實踐上，其卻與發展中國家之期待有著相當之差距（Ewelukwa 2003, 858-

864）。此外，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後，其國內經貿不但未能如預期

般成長，甚至出現衰退現象，此也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認為WTO規範片面保

障已開發國家利益，甚至有剝削發展中國家之問題。（Goldsmith 2001, 253-

266; Bauer 1981, 76-80）。

首先，WTO協定中多數SDT條款，固然要求成員國注意並給予發展

中國家更多的優惠，但此些條款在協定中，卻多是以「盡可能（shall  i f 

possible）」或應「盡最大努力（best endeavor）」等軟法（soft law）性質文

字呈現。而未使用更強烈且具有法律上拘束力的「應當（shall）」字語，課予

已開發國家履行之義務（Olivares 2001, 72）。換句話說，雖然已開發國家在

SDT條款下承諾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但當這樣的概念轉換到實際的條文

文字時，協定卻只載明已開發國家「被鼓勵」提供發展中國家協助，但未課

與已開發國家任何實質且具有強制性的義務（Lichtenbaum 2002, 1012）。在

WTO協定未明文課予已開發國家協助發展中國家義務之狀況下，發展中國家

自然沒有要求已開發國家給予其協助或優惠之積極性權利，只能被動的接受他

國之給予，甚至是施捨性的優惠。

其次，雖然已開發國家在SDT機制下，可利用授權條款下之普遍優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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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以下簡稱：GSP），例外地排除最惠國待

遇之適用並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優惠的市場進入條件。然而，此些優惠條件的授

予與否，單方取決於授予國（已開發國家）之決定，且授予國對於授予優惠之

對象、授予之利益內容、授予利益之多寡，甚或是所受與利益之附加條件，均

有廣泛的裁量權（Michalopoulos 2000, 11）。此種讓授予國可單方面決定授予

利益對象及條件之制度設計，除了可能導致各國因所獲得利益不同，而出現差

別性和不公平待遇之問題外（Michalopoulos 2000, 11; Carl 2001, 86）。甚至會

讓已開發國家得藉此對發展中國家施壓，甚至是取得對發展中國家之政治或經

濟上控制力，進而弱化發展中國家之地位和自主性（Islam 1999, 443）。

此外，考量在European Communities — Conditions for the Granting of Tariff 

Preferen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案（以下簡稱EC – GSP案）後，WTO上訴

機構要求援引授權條款而訂定之FTA，仍須符合非歧視性待遇原則，且要求已

開發國家設置的GSP機制不得獨厚特定發展中國家，導致已開發國家利用GSP

機制授予開發中國家利益之裁量權和彈性受到限縮。因此在EC – GSP案後，

已開發國家亦開始縮減對GSP制度的利用，此最終也導致了SDT機制效用的縮

減（Dhar and Majumdar 2010, 204; Gruszczynski 2008, 235）。

再者，雖然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後，可享有較長之調適期間以及降稅期

程，但因發展中國家所得享有的調適期長短，並非依其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等客

觀條件決定，而是由其他成員國進行判斷（Lichtenbaum 2002, 1019）。此種

制度設計也導致當發展中國家因實質困難而無法在時限內完成調適時，其往往

難以獲得其他會員的同意而延長調適期限。此外，考量WTO烏拉圭回合談判

後，WTO成員國間之貿易關稅已大幅降低，且各國也多改利用非關稅措施作

為干預貿易之手段（Michalopoulos 2000, 10），這也導致SDT機制讓發展中國

家享有較優惠關稅之實質利益，已不若過去各國普遍採行高關稅時般顯著及有

利（Whalley 1999, 26）。

WTO推行的貿易自由化，固然對整體國際貿易發展具有正面意義（Tomz 

et al. 2007, 2016-2018; Subramanian and Wei 2007; Rose 2004, 102-105），但伴

隨WTO運作而產生的國際財富重新分配，以及財富分配不均狀況，卻也同樣

受人詬病（Kulovesi 2011, 26-27; Bohne 2010, 163）。根據Jawara等學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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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WTO制度下之受益者，主要集中於已開發以及經濟高度發展國家，相

對的，為了加入WTO而蒙受極大產業及社會衝擊的發展中國家，在加入WTO

後卻僅獲得有限的經濟成長（Jawara and Kwa 2003, 269; Subramanian and Wei 

2007; Chang and Lee 2011）。這也導致發展中國家對WTO之功能及角色，以

及對WTO所提倡之自由貿易及開放競爭策略是否是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發展

最佳取徑，或者僅是包著糖衣的毒藥產生質疑（Chang 2009）。

二、多邊經貿體系發展的停滯與危機

WTO多邊貿易體系無法有效回應各國發展需求所產生的社會矛盾和衝突

問題，反映在1999年以來WTO新回合談判的場外社會抗爭（Broude 2007, 246-

261），以及會場內成員國意見分歧而導致的新回合談判停滯（Schott 2000, 

5）。

在 2 0 0 1年W T O第四次部長會議後開展的新回合談判期間（D o h a 

Development Round，以下簡稱：杜哈回合），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南方世界

國家，即特別關注於貿易與發展之平衡問題。在會場中，發展中國家除了透

過提案及參與討論，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之貿易優惠和履約彈性外（Haque 

2002, 1098），發展中國家也希望能透過修正既有WTO規則，使之符合南方世

界國家之發展需求（Watal 2000, 72-73; Panitchpakdi 2001, 429）。

在談判中，WTO成員國除了就發展中國家發展需求進行討論外，杜哈部

長宣言也特別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農業、服務業貿易、非農產品市場進入、

投資、競爭政策、政府採購、環境保護等議題之特別需求，並要求WTO協

定應增訂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條款，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調適，並應藉既有

SDT規則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調適彈性，以減低新規範對發展中國家之衝擊

（Pham 2004, 339）。

雖然南方世界國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系之運作，強化了WTO的正當性

以及合法性，但南方世界國家在談判中側重於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之立場，卻

也導致WTO過往以北方世界國家提案為主的決策模式受到挑戰（Pham 2004, 

337）。此外，由於北方世界國家和南方世界國家在經濟自由化、發展政策、

分配正義，以及國家規制主權等議題意見分歧，各國對於SDT機制的運作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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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存在差距（Cho 2010, 594-595）。在無法有效化解各會員國分歧立場的狀況

下，WTO的談判也因此陷入拉鋸及膠著（Finger 2002, 303-305; Biermann 2001, 

421-422.），而前後歷經14年努力的杜哈回合談判，最終也在2015年的奈洛

比部長會議中以宣告失敗收場（Martin and Mercurio 2017; Donnan 2015; Cho 

2010, 587-601; Emmert 2003, 98-99）。

杜哈回合的停滯，使WTO促進貿易談判的功能蒙上了陰影。然而， WTO

除了談判功能外，其在貿易政策監督以及爭端解決機制面相的運作，也因成

員國未能貫徹履行義務，以及成員國對爭端解決功能的不同看法，以及爭端

解決機制實際運作上之問題而面臨瓶頸（Lee 2017; Cao 2019）。隨著WTO運

作上之問題不斷浮現，要求WTO進行改革的呼聲逐漸增高（Wilkinson 2018; 

Heidrich 2013; 189-212; Caporal 2018; Hoekman 2011），這也導致以WTO為代

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對國際貿易規範和運作的重要性及主導地位，也逐漸被同

時期蓬勃發展的FTA所取代（Picker 2005, 300; Chen 2009; Kurihara 2011, 846; 

Pomfret 2007; Damro 2006, 23）。

三、國際關係影響下的國際經貿秩序發展

南方和北方世界國家在國際貿易場域的衝突及歧見，除了歸因於各國經貿

發展差異以及貿易利益分配不均之問題外，各國對於貿易與發展關係的不同想

像，也反映了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經貿秩序之影響。在現實主義（Realism）

理論下，國家必須倚靠自生力量的強盛，方能確保其在國際社會中之生存。國

家作為一個理性的國際社會參與者，自然也將透過追求力量的極大化以維護

其利益（Shell 1996）。國家力量除了存在於軍事和武裝上，經濟及貿易實力

的發展也同樣對國家安全具有外部性鞏固作用（Powell 1999; Grieco 1990）。

因此在現實主義的解釋下，雖然WTO的成立和FTA的簽署，均有使國際貿易

法制化而制約大國權力運用的效果（Ikenberry 2001, 50-51, 244），但總體而

言，強權國家仍試圖透過其對貿易規則制定的影響力，營造一個有利於其最大

化利益的制度環境（Krasner 1991）。從當前國際社會重商主義的盛行，各國

在貿易談判中均力求將對自身有利規則納入的現象，以及已開發國家抗拒給予

經濟較落後國家更多之扶持和履約彈性的狀況觀察，此均是現實主義對國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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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及國際貿易體系形塑之影響。

雖然過往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將有助於各國依比較優

勢進行生產，並能促使國際生產效率極大化而讓全球共同獲益。然而，此經

濟學的理想在受現實主義影響的國際社會中，卻也因各國對利益極大化的追求

而難以實現。其中，在觀察拉丁美洲國家受國際貿易影響的發展後，普雷維什

（Raúl Prebisch）在1950年代即提出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認為工

業化以及貿易自由化之推動，不但無助於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進行發展，

其反而容易導致高度發展國家透過汲取發展程度較低國家的損失而累積財富

（Prebisch 1962）。

根據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提出的中心／邊陲（Core-

Periphery）理論，其也認為掌控商業、工業和技術之中心國家，將因其工業和

經濟實力優勢而成為經濟發展之重心，但以出口原料、提供勞力密集服務為主

的發展中國家，則將因對已開發國家之依賴，而成為受剝削的邊陲國家（Dos 

Santos 1970, 231-34）。換言之，在依賴理論學派學者的分析中，南方以及北

方世界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實力上差異，終將導致在雙方進行國際貿易時處於不

平等之地位，且此類國際貿易的推行，不但無助於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並獲得

發展，其反而將使發展中國家對已發展國家形成依賴，使發展中國家陷於不利

之地位（So 1990, 95-102）。

不論是現實主義強調國家追求力量及利益極大化的描述，又或是依賴主義

下中心及邊陲國家之敘述，國家在國際貿易所呈現者，似乎是相互競爭而非

合作之關係，更無所謂透過貿易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之功能。此外，南方世

界以及北方世界國家間在經濟、工業能力以及發展上的差異，以及兩陣營成員

對於欲透過貿易達成目標之不同，也造成各國在貿易談判進行時，一方著重於

推動貿易的自由化及開放，一方則強調促進發展的目標，導致談判最終陷入僵

局。

面對南方世界以及北方世界國家相互競爭，以及因彼此對貿易發展目標有

所不同而產生之問題，普雷維什主張發展中國家，應透過與發展程度相似國家

進行合作及貿易，擴大市場並進而發展產業，使其能脫離對北方世界國家之依

賴而獲得發展（Prebisch 1964, 18）。在國際經貿的發展現實中，不論是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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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興起的新國際經貿秩序，又或是2000年後開始的第三波區域經貿整合中

出現的新區域經貿秩序，均是南方世界國家整合發展中國家力量，避免其成員

陷入南、北陣營衝突泥淖而達成之合作實例。以下本文即以東南亞國協國家之

經濟整合歷程為例，說明自第三波區域整合中新區域主義之特徵，以及在新區

域經貿秩序下，南方世界國家對貿易自由化之革新及突破，以及東協為調和貿

易自由化衝擊並促成各國合作所採取之措施。

參、新區域經濟秩序發展與東南亞的經濟整合

一、第三波區域整合及新區域經濟秩序發展

隨著雙邊及區域FTA的大量締結，當前國際經貿整合態樣已從過往以

WTO為核心的多邊模式，轉為多邊和雙邊區域並進的發展模式。截至2019

年3月15日，全球已生效的FTA總數已達302個，其數量已較1995年成長七倍

有餘
3
。且隨著各國持續透過簽署FTA提升貿易競爭力並開拓市場，並利用

CPTPP、USMCA、TTIP以及RCEP等巨型貿易協定，更大規模地整合區域經

貿，當前FTA所覆蓋之貿易範圍，以及其在經貿規則制定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均

不斷升高（Kurihara 2011; Pomfret 2007; Damro 2006）。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球已經歷三次的區域整合浪潮。其中，除

了Bhagwati（1992）所指出分別發生於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的區域整合外，

本文認為，隨著2000年後大量FTA的簽訂，全球正經歷第三次區域整合階段

（Hsieh 2017, 335-336），而南方世界國家的積極參與，更是此第三次區域整

合與前二次區域整合的最大不同。

近代第一次區域經貿整合發生在1950年代，當時荷蘭、西德、比利時、盧

森堡、法國以及義大利等六國，透過建立關稅同盟而消弭彼此間關稅貿易障

礙，並在1967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在

同一時間，包含英國和葡萄牙等在內的七國家，也透過成立歐洲自由貿易協

3 目前全球已向WTO通報且生效中的FTA數量統計，可參見W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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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促進區域貿易之進行（Craig and Búrca 

2015, 3-6）。此一由歐洲國家領導的第一波區域經貿整合計畫，很快地引起非

洲和中、南美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效尤，並興起了一波簽署FTA而刺激經貿發展

的風潮。

雖然強調已開發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簽署FTA時，不應期待發展中國家能

做出相同程度承諾的SDT原則，已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的推

動下逐漸獲得確立（Hoekman and Kostecki 2009, 535-536），且GATT成員在

1979年通過的授權條款，亦允許各國利用GSP制度，例外地排除最惠國待遇之

適用，並正當化已開發國家在FTA中給予發展中國家之特殊優惠措施。雖然在

GSP下，發展中國家可差別性的享有已開發國家授予的優惠措施，但開發中國

家在GSP制度下所得享有的利益，係單方由已開發國家進行決定，對發展中國

家缺乏保障外，未授予發展中國家積極請求權的制度設計，亦讓已開發國家難

以索要符合其需求之利益和優惠。此外，由於第一波區域整合階段簽署的貿易

協定，始終無法有效提升區域內之貿易活動，因此除了歐洲共同體在成員國的

努力下持續成長外，第一波區域貿易整合在1970年代期間迅速瓦解（Pomfret 

2007, 924）。

第二波的區域經貿整合於1980年代再次興起，並於1993年NAFTA成立時

達到顛峰。此階段除了北美地區的經貿整合外，早些成立之歐洲經濟共同體，

也在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簽署後，更名為歐洲共同體，並隨著歐洲執委會、

理事會以及議會的設立，將其目標從既有的經濟整合，擴張為區域政治及經

濟之複合式整合，且其成員數也擴增為15國。除此之外，澳紐緊密經濟關係

協定、南美國家組成之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南亞自由貿易協定

（SAFTA）及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

AFTA）之簽署，均是第二波階段區域經貿整合發展之例證（Mansfield and 

Milner 1999, 600-602; Sen 2006, 554; Switky 2000, 19）。

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之特徵，與第一波區域經貿整合有諸多相似之處。首

先，不論是第一或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其多半為經濟發達國家所主導，而

其推動整合之目的，又特別著重於使區域內生產資源獲得合理配置，透過國際

分工及合作而實現貿易利益的最大化之垂直分工。以NAFTA推動的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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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美國和加拿大的資金和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產業，即可因貿易障礙的減少

而擴大其對墨西哥市場之影響力及佔有率；相對的，墨西哥則可利用其充沛且

低廉的生產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將產品輸往美國及加拿大，並利用

美、加之資金和技術移轉，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及轉型。其次，雖然在第二波區

域經貿整合中，我們亦可發現到諸如MERCOSUR和東南亞國協等南方世界國

家所成立的區域經貿整合計畫，但由於此階段的南方世界國家對貿易開放仍有

所顧忌，且未能充分消除關稅外之其他貿易障礙，南方世界國家間在第二波經

貿整合之成效並不顯著（UNCTAD 2017, 31-36）。

第三波區域整合的興起，繫因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亞洲國家對國際

經濟組織的不信任。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組織等無法

有效因應並保障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亞洲國家即希望透過推動區域經

貿整合，強化區域經貿的穩定及健全，避免區域經濟受國際波動或外在威脅之

影響（Pomfret 2007, 936; Abdel-Monem 2012）。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

崛起，東南亞區域國家為了避免因各自國內市場經濟規模不足，無法與中國抗

衡，導致其在全球市場被邊緣化，在日本、新加坡、南韓以及泰國等國的引領

下，東南亞各國也透過締結雙邊及區域經貿協定，強化彼此之往來與合作，

擴大整體生產及市場規模，並提升市場競爭性（Pomfret 2007, 925; Hsieh 2017, 

327; Choi 2003）。

相較於1970年間區域經貿整合主要由歐、美國家所主導，且發展中國家

締結之FTA數量只占全體FTA數量20%之狀況（WTO 2011, 52-56），目前南方

世界國家間（South-South）累計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數量，已約占FTA總數的

50%（Pant and Paul 2018, 539）。縱使FTA的簽署數量與簽署國貿易開放程度

高低未必呈線性關係，但FTA締結數量，仍反映著締約方與他國進行經貿整合

之政策方向，以及其願意在WTO承諾外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之決心。是故

從南方世界國家締結FTA數量倍增，以及其締結對象轉變之趨勢觀察，吾等可

推估在與已開發國家簽署貿易協定開拓市場並發展經濟的思維外，南方世界國

家也嘗試透過與其經濟發展程度相近國家合作，共同推動產業鏈之水平與垂

直整合，以提升其貿易競爭力（Baldwin and Kawai 2013, 5-6; Wang 2006, 269-

270）。且隨著近年美國在經貿及政治上強調印太戰略之推動，亞太區域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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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國協區域經貿之快速整合，以及CPTPP和RCEP等巨型貿易協定之談判及簽

署，此均顯示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國家在此第三波區域整合中的主導性地位。

亞太區域國家除了在FTA的簽署「量」上快速成長外，其開放力度之

「質」也並未有所減損。其中，有別於傳統認為發展中國家對貿易自由化抱

持著抗拒或敵視的刻板見解，亞洲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階段所作之開放，

其幅度亦大幅超過了其在WTO下之開放承諾（Qin 2003, 487-89; Charnovitz 

2008, 917-920），而Baldwin和Kawai（2013, 8-9）所指出約77%的FTA含有超

過WTO承諾程度規範之狀況，也反映了第三波區域整合態勢下，南方世界國

家由保守轉趨開放的經貿思維。

本文作者認為，此一由南方世界國家締結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形塑之國

際經貿秩序，不但促成了第三波區域整合的進行，更宣告了新區域經濟秩序

（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NREO）的誕生（Hsieh and Mercurio 2019, 7; 

Hsieh 2017, 337-341）。

二、東南亞國協經貿整合之歷程

為了防範共產主義擴張，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五

國在1967年正式組成東協，並希望對區域內之政治、經濟及安全機制加以整

合。在此一階段，由於維繫區域軍事、政治穩定，以及促進和平解決區域內爭

端為東協的首要任務（Severino 2006, 1-7; Choi 2003），因此東協運作上亦以

軍事安全、政治中立以及凝聚區域認同為優先（Acharya 2001, 55-77），但對

於經貿整合則較少著墨。雖然東協創始五國之經濟在1970~1980年間有相當規

模之成長，但此大多是因其國內各自經濟計劃之實施成果，而非區域經貿整合

之功勞（Abdel-Monem 2012, 238）。

受早年受外國殖民之經驗影響，東協各國對於維護國家主權之獨立有相當

之堅持，因此東協的決策機制上依循共識決原則（consensus principle），要求

東協決策均需經全體成員同意始能形成。此外，對於如何將東協決策及政策落

實於各成員國之問題，相較於歐盟利用歐盟法之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使

區域規範得直接在成員國境內生效並產生拘束力之硬法（hard law）整合模式

（Cooper 2014, 2; Horspool and Humbphreys 2012, 168-170），東協之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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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則多以不具強制拘束力之軟法形式呈現，並強調由各國通力合作之水平方

式進行。此外，由於東協強調在區域組織之決議和規範不應直接干涉成員國之

內國秩序，因此任何在東協下締結之協定或通過之決議，均必須經成員國依其

國內程序轉化後，方能對成員國產生拘束力。

在1990年代，意識到中國和印度等區域大國崛起對東協各國經貿所產生之

競爭和威脅，東協各國亦跟隨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之浪潮，並從原先之政治、

軍事合作轉聚焦於區域經貿之整合，並在1992年簽署AFTA成立東協自由貿易

區時，力求降低區域內貿易關稅以刺激並擴大區域內需市場。不過由於AFTA

下原產地規則過於繁複，且各成員國承諾降稅幅度不足，導致區域內外貿易

關稅差異之比較利益不足（Wignaraja 2013, 4），AFTA對區域內貿易之促進並

不顯著（Frankel and Wei 1998; Pomfret 2011, 25; Soloaga and Winters 2001, 23-

24; Thornton and Goglio 2002, 206-208; Tan and Samtani 2002）。相對的，東協

區域內較大規模且實質的經貿整合計畫，乃是2007年開展的2015東協經濟體

藍圖（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2015 Blueprint，以下簡稱：AEC 2015藍

圖）。

在AEC 2015藍圖下，東協區域力求在2015年時整併為單一市場及生產基

地，擴大區域內市場並提升對區域外貿易之競爭力。在同一時間，東協亦透過

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簽署FTA並推動RCEP談判，

擴大區域經貿整合（Wang 2018; MBC 2013, 2-5）。透過東協經濟體所建構的

區域連結，東協十國的合作反映了新區域經濟秩序下南方世界國家整合態樣，

以及其從貨品貿易、服務業貿易、投資保護，甚至是爭端解決之不同安排。

其中，東協貨品貿易協定（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ATIGA）

之簽署，統整了自AFTA以來，東協各國就貨品貿易以及消弭非關稅貿易障礙

所簽訂之規範。在東協服務業貿易框架協議（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Services，以下簡稱：AFAS）架構下，成員國也透過包裹式談判（package 

structure），分次對服務業開放做出承諾。而與服務業貿易相關的（資格）相

互承認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MRAs）以及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

（ASEAN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 Agreement, ASEAN MNP Agreement），

也補充了AFAS簽署後區域內技術勞工的流動需求（ASEAN 2013, 15-17）。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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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全面投資協定（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 ACIA），

也簡化了過往各投保協定之繁雜內容，並提供投資者更周全之保護。

最後，東協在爭端解決之處理上，又依爭端是否屬經貿問題而加以區

分。對於東協締約國間之經貿問題，主要依東協強化爭端解決機制議定書

（ASEAN Protocol for Enhanc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EDSM）處理

（Ewing-Chow and Tan 2013, 23-24）；關於投資人和東協地主國間之投資爭

端，則可依ACIA下投資人／國家仲裁機制處理（Cho and Kurtz 2018; Naldi 

2014）。至於東協成員國間之非經貿爭端，則可依東協友好合作條約以及東

協憲章之規則排解（Naldi 2014; Ewing-Chow and Yusran 2018, 365）。

肆、東協推動服務業貿易整合案例研究

東協之經貿整合策略，力求在尊重各成員國主權完整性並落實不干涉原

則的前提下，強化區域內生產要素之流通性，並消弭區域內貿易之非必要障

礙。雖然早年之貿易協定議題多側重於消弭關稅及非關稅障礙（ADB 2014, 

120），但隨著貨品關稅在WTO之談判中大幅降低，在成立AEC目標下東協各

國間貿易關稅也幾乎降低至零。相較於關稅，各國對於服務業貿易之限制和規

範，反而是東協區域內之生產整合的更大阻礙。

雖然東協各國意識到開放服務業貿易對於區域經貿整合之重要性，但考量

服務業貿易的開放，將會導致外國資本流入，引發區域內自然人之跨境移動，

衝擊本國就業市場，影響國民就業，甚至將觸動各國學歷和專業證照資格相互

承認等與主權緊密關聯之議題（Hsieh 2017, 345）。在此狀況下，南方世界國

家長期對服務業貿易開放即有所抗拒，且對相關議題的談判採取謹慎之立場，

此從沒有任何東協國家參與近來在WTO架構下進行的服務業貿易複邊協定談

判，即可知一二。

為了了解南方世界國家在新區域經濟秩序下的經貿整合模式，以及南方

世界國家如何在推動貿易開放的同時，緩解成員國對利益分享不均以及主權

受限制之擔憂，並克服國內對自由貿易之反彈及抗爭，本節將以東協經濟體

下服務業貿易之開放與整合為核心，分析東協各國透過開放服務業貿易，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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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國家在經濟發展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Tho 2013, 22-29; UNCTAD 2014, 15; 

Mann 2007），並藉以持續刺激經濟持續成長之經驗（Stephenson and Robert 

2011）。此外，由於東協之成員國，涵蓋了諸如新加坡、汶萊等經濟高度發展

國家，以及如柬埔寨、寮國等發展程度較低國家，因此東協在進行區域整合

時，究竟如何調和並滿足各國因發展程度而衍生之不同貿易需求，並根據各成

員國之發展狀況給予彈性或優惠，即值探究。

東協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程度之差異，以及其在推動經貿整合時面對之困

難，與當前國際多邊經貿談判因成員國經貿發展狀況不同，而導致難以就經貿

整合形成共識之困境相似。著眼於東協區域整合經驗對全球多邊體系整合的可

參考性，本文希望透過分析東協之區域整合策略，探討化解南方世界和北方世

界國家對經貿整合歧見之可能方法，並作為多邊經貿談判之參考及學習對象。

且考量服務業貿易因涉及國內就業市場以及外國人民移入，始終係各國在開放

上最為謹慎之貿易項目，故本文後續分析也將聚焦於東協在服務業貿易之整

合，以東協為範例觀察觀察南方世界國家在推動開放敏感性貿易項目時，與北

方世界國家策略及取逕上之差異。

一、東協服務業談判模式以及AEC 2015目標

東協區域內貿易整合在1990年代正式開展，由於東協成員國意識到服務業

貿易在全球經濟日趨重要之地位，以及服務業貿易開放及整合對東協經濟發展

之可能助益，1995年簽署的AFAS協議，主導了東協在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階

段服務業貿易之開放（ASEAN 2015, 11）。相較於一次到位的談判策略，東

協在AFAS架構下，透過持續性的分批承諾方式，漸進地整合成員國間服務業

貿易開放。目前東協各國在AFAS下，已陸續簽署十個分批承諾（AFAS 1-10 

Packages），各國針對航空運輸以及金融服務另締結之協議，也進一步擴大了

AFAS的覆蓋範圍，並為東協經濟體成為單一市場及生產基地奠定基礎。

AFAS的規範架構及對服務業之開放模式與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簡稱GATS）相似，包括了模式

一的跨境服務提供、模式二之境外消費服務、模式三之商業據點呈現，以及模

式四之自然人移動。考量到服務業開放，可能導致部分國家及產業之失業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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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甚至會因自然人之移動而導致社會之反彈及動盪，在政治上極為敏感，因

此在AFAS下各國對於服務業貿易之開放承諾，和WTO之GATS相似，均採正

面表列承諾模式，僅要求成員國就其載明之服務業（子）項目進行開放，對於

未列於承諾表者則無需加以開放，以限縮服務業貿易之開放幅度。此外，為了

加速區域服務業貿易之自由化，AFAS也鼓勵成員國跟進其他成員國在AFAS及

和GATS下做出的開放承諾，並使該承諾對全體東協成員一體適用，不因其他

成員國未做出相對應承諾，而給予差別性待遇。

除了前述措施外，東協為了加速其成員國對服務業貿易之開放，東協甚至

例外的排除了共識決以及一體性原則，在AFAS第IV bis條下，允許成員國利用

東協減X（ASEAN minus X）承諾模式。讓有意擴大其服務業貿易市場之成員

國，得在全體未形成共識的情況下，先就彼此欲開放之項目進行協商並簽署協

議進行開放，使東協經貿整合不因少數國家對市場開放之顧忌和反對而陷入

停滯。此外，為了避免未承諾開放之成員國，得「搭便車」而同樣享受其他

成員國在東協減X模式下所作承諾及優惠，東協減X模式也特別強調互惠原則

（reciprocal basis）的適用，將得享有東協減X模式開放利益之主體，限縮於協

議參與者，藉以鼓勵其他成員國加入協議並做出承諾，並避免有未參與整合之

成員國搭便車而獲得利益。

東協在AEC 2015藍圖中，確立將區域內在2015年時整合為單一市場及

生產基地之目標，並展開以消弭絕大多數服務業貿易限制（substantially all 

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services）之計畫。東協成員國也同意優先在2010年完

成對航空運輸、電子化東協（e-ASEAN）、健康照護以及旅遊服務服務之開

放，並在2013年完成物流服務之開放。在AEC 2015藍圖下，東協成員也可利

用東協減X模式，在全體未能達成共識情況下，在部分成員國間先行推動服務

業貿易開放。

在服務業貿易之具體開放承諾上，東協成員國同意就模式一（跨境服務提

供）以及模式二（境外消費服務）做完全之開放。但對較敏感的模式三（商業

據點呈現）和模式四（自然人移動開放），則保留了一定的彈性，以減緩各成

員國國內可能面對之社會及經濟衝擊。此外，針對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部分，

雖然AEC 2015藍圖仍允許成員國就外國投資持股比例設限，但成員國仍應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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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將外資可持有比例從51%調升至70%，減少對外資之持股限制。

在自然人移動部分，雖然東協強調自然人移動之開放有助於單一生產基地

的建立，並能促進區域發展並減少貧窮問題（Martin and Abella 2014, 33），但

考量自然人移動可能涉及之國家安全、社會、就業等複雜問題，AEC 2015藍

圖下僅開放技術勞工（skilled labor）類型之自然人移動，排除了低技能（low-

skilled）以及無技能（unskilled）勞工之開放。此外，為了降低成員國因開放

服務業貿易而可能遭受之衝擊，AEC 2015藍圖亦允許各成員國將敏感性服務

業項目排除於開放之列，但為了避免此例外條款被浮濫使用，甚至導致東協服

務業之整合失敗，AEC 2015藍圖亦要求每一成員國對服務業貿易限制開放之

項目，不得超過其服務業貿易總額的15%。

自然人移動之開放，對東協經濟整合之成敗居核心之角色。但由於自然人

移動帶來之勞動力移入現象，對各國國內就業市場將產生直接衝擊，並甚至可

能因觸及移民等敏感國家安全問題，因此當前WTO以及多數的FTA對於自然

人移動之開放，均較其他服務業模式更限縮（Carzaniga 2003, 23-24），並更

嚴格地對開放承諾進行審查（Stephenson and Hufbauer 2011, 281-283）。

雖然東協在AEC 2015藍圖下降低了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之開放要求，

並將全面開放項目限縮於技術勞工類別。但著眼於推動自然人移動對部分後進

成員國之經濟發展有所助益（ILO and ADB 2014, 33），且能解決高經濟發展

成員國面臨的技術勞工缺工問題（Martin and Abella 2014, 33），因此東協仍

額外透過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以及（資格）相互承認協議之磋商，促進區域內

勞力資源之流通。此外，ACIA對外國投資者進入、短暫停留以及工作之規定

及保障，除了促進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發展，也同樣對自然人移動之發展有所

促進（Fukunaga and Ishido 2015, 15）。

在AEC 2015藍圖下制定的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除了將取代AFAS模式四

之承諾外，其更著重於要求成員國對所有技術勞工之自然人移動進行開放，僅

允許成員國保留對低技術和無技術勞工之移動限制。此外，為了避免開放技術

性勞工移動演變為移民問題，並造成成員國對其開放有所顧忌，東協自然人移

動協議業僅要求成員國授予技術勞工非永久性（non-permanent）移動自由，

並允許成員國依據各服務業類型之性質和需求，對自然人移動許可停留時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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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做細部性規定，並可在符合公共目的前提下，維持對移動技術勞工之簽證

要求，進以限制區域內技術勞工之永久性移動狀況（Hsieh 2017, 354）。

東協除了透過自然人移動協定強化服務業貿易模式四類別之開放外，也利

用締結相互承認協定，統整個成員國之技術勞工資格認定，以增加技術勞工

在區域內之移動能力。須注意的是，東協的相互承認協定中，其並不要求各成

員國直接承認其他會員國頒發之證照和認證，而是以透過合作機制的建立，

使各成員國間對技術勞工的規範趨於一致，且成員國所締結之相互承認協定內

容，也會因涉及服務業類別不同而有差異。舉例而言，在目前東協已簽訂之護

理、醫療及牙醫相互承認協議中，其即著重於統整此類勞工須在其來源國取得

認證、具備相關資歷之規定；但在會計及調查服務類之相互承認協議，則著

重於確認各成員國間應適用會計準則之，以及強化資訊交換機制（Yue 2013, 

118-119）；在旅遊服務從業人員之相互承認協議中，東協各國則對包括旅遊

顧問、旅館服務員等在內之服務人員資格認證及訓練準則加以規範（ASEAN 

2013, 18）。

二、AEC 2025藍圖

東協在AEC 2015藍圖下，已相當程度消除了區域內之貿易關稅，開放並

鼓勵外國投資、調和並簡化對資本市場之管制架構，並以包含促進技術勞工之

移動力在內之方式推動服務業貿易開放、強化區域內連結，減少各成員國間之

發展差異。為了進一步促成區域內之合作與發展，並延續AEC 2015藍圖下未

完成之工作，東協成員國在2015年通過了AEC 2025藍圖，擬定東協下一個十

年的整合目標。

在AEC 2025藍圖中，東協成員國除了強調AEC 2025藍圖與AEC 2015藍圖

之延續關係外，更強調東協的經貿整合目標將從籌建單一市場，轉為使區域內

之貨物、服務、投資、資本和技術勞工移動均能順暢無阻的流通。其中，AEC 

2025藍圖對於平衡區域發展關係、提升服務業貿易發展，以及強化東協在整

體區域經濟整合參與之論述，又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呼應東協因應亞太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大陸以及印度等大國崛起而

開展第三波區域整合之初衷，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仍以強化區域經濟整



22　問題與研究　第59卷第2期

合作為因應全球經濟變化之方針。然而，在強調整合並發展區域經貿發展的同

時，東協亦強調必須兼顧區域之平衡發展，並應特別協助包括柬埔寨、寮國、

緬甸及越南等國家發展。其優先消除區域內貧窮狀況，以及維持中產階級穩定

發展之目標，反映了東協以「發展」為本整合理念。

其次，考量東協各國在AEC 2015藍圖下，僅完成十個分批承諾談判以及

部分獨立服務業開放協定之簽署，未能充分落實區域內服務業及勞動之自由

化，因此在AEC 2025藍圖下，東協除了將延續AFAS下之批次協商模式，使

東協各成員國能以超越WTO下承諾之幅度，開放其服務業開貿易，加速東協

融入全球產業鏈之結構，促進其工業發展、創新以及效能。過往東協減X之

模式也在AEC 2025藍圖下被保留，以提供成員國對服務業貿易開放之彈性。

此外，透過目前已經簽署的八個專門職業相互承認協議、東協資歷參照架構

（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以及東協自然人移動協定，

整合區域內對於專業人士資格和能力之認證機制，東協也希望藉提升區域內技

術勞工以及商務訪客之移動能力，促進區域內勞動資源的分配及運用。東協將

特殊資格證明文件及資料要求之標準化及簡化之努力，也有助於促進跨境技術

勞動力的移動，並能促成外國投資進入。

最後，為了因應當前全球經貿朝巨型區域整合方向發展之趨勢，東協在

AEC 2025藍圖下也提出了因應之策略。其中，東協除了將優先強化區域內之

整合以鞏固東協經濟上之一體性外，東協也期待成員國能在取得一致立場的狀

況下參與區域及全球經貿議題討論，並透過團體之力量使對外經貿談判能獲

得更有利之結果。此外，透過與包括中國、南韓、日本、印度、澳洲以及紐

西蘭等在內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全面性經貿夥伴協定，東協亦將維持

其在經貿上之開放以及兼容特性，並鞏固其在區域及全球事務參與之中心性

（centrality），且同時支持多邊貿易之運作並拓展與全球及區域性組織之合作

及接觸。

三、東協服務業整合之困境與挑戰

東協在AEC 2015藍圖、AFAS分批承諾以及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和相互承

認協議的推動下，各成員國漸進地對極敏感的服務業貿易進行開放，力求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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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成為單一生產基地。在擬定未來十年整合計畫的AEC 2025藍圖下，東協

成員國也希望更大幅度地消弭貿易障礙，使東協成為無阻礙（seamless）的貿

易市場。即便東協透過多元的機制敦促並鼓勵成員國進行開放，東協服務業貿

易的自由化不論在幅度或速度上均仍有不足。且東協為了因應各成員國歧異的

經濟發展狀況和發展需求，所發展出之多元服務業開放承諾模式，也導致其服

務業貿易承諾趨於複雜，並因適用對象及範圍分歧而有規範破碎化之疑慮。

首先，目前各國對於服務業貿易的開放，主要可區別為採取正面表列以及

負面表列等二種承諾模式。所謂正面表列，指的是成員國將其願意開放的項

目列出，並只對其在承諾表中列出的項目有開放義務，至於未列於承諾表的部

分，國家則沒有進行開放的義務。與正面表列相對的概念，則是所謂負面表列

承諾模式。在負面表列開放模式下，國家在承諾表列出的是其不願意開放的項

目，至於未列在承諾表中的，則一概應予開放。在兩種承諾模式中，正面表列

模式多用於開放程度較低的協定中，而負面表列則出現於開放程度較高的協定

中。

目前東協AFAS下之服務業貿易開放，仍採用與WTO GATS相同之正面表

列承諾模式，雖然AFAS透過十個分批承諾擴張了對服務貿易的開放項目，但

從本質上觀察，AFAS和GATS對服務業貿易開放之談判取逕，仍維持「限制為

原則、開放為例外」之有限開放狀態，其開放速度和幅度均有未盡人意之處。

且從AFAS選擇採正面表列承諾模式觀察，我們亦可發現東協成員國希望限縮

服務業貿易開放的意圖，以及其對服務業貿易開放之保守態度。

然而，由於服務業貿易的開放以及技術人才的流通，對於東協是否能成為

單一生產基地以及無阻礙市場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東協能否透過東協服務

業協定（ASEAN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ATISA）的談判，說服成員國將

服務業貿易開放，改以負面表列形式呈現，屏除GATS正面表列開放模式並更

積極地對服務業貿易進行開放，此對於東協能否達成AEC 2015藍圖以及AEC 

2025藍圖下，消除區域內絕大多數服務業貿易限制並進行高度整合，有著決

定性之影響。

其次，觀察對推動東協服務業貿易模式四（自然人移動）開放具重要影響

性的相互承認協定簽署狀況可知，東協相互承認協議之談判和締結進展並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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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原先預定在AEC 2015藍圖下於2015年完成對「所有」服務業類別締結相

互承認協定之規劃，至2019年3月為止僅完成了九個服務業類型之談判，並只

有八個類型相互承認協定已正式生效（2017年在新加坡完成之航空機組員證

照相互承認協議目前尚未生效）。雖然我們不應否定東協相互承認協定之談判

及簽署，對東協服務業貿易開放之貢獻，但此緩慢之談判及協定締結速度，顯

然與東協希望加速區域內服務業貿易開放之目標相違背，並嚴重的遲滯了東協

的整合。

再者，雖然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希望透過ATISA之締結，將過去相

互獨立存在的AFAS、AFAS下的分批承諾、自然人移動協議，以及相互承認協

議進行整併，統整此些涵蓋範圍以及內容均相異的協定，簡化複雜的協定適

用關係。並希望將ATISA的服務業貿易開放模式，從AFAS的正面表列承諾模

式，改為負面表列承諾模式，改善東協服務業貿易開放不足之問題。不過從當

前ATISA談判進度緩慢，遲遲無法獲得具體進展的狀況觀察，東協距離完全消

弭區域內服務業貿易障礙，以及達成區域內服務業貿易自由化之目標，仍有相

當之距離。

此外，雖然東協以多邊以及東協減X多元模式並行之承諾方式，使成員國

能依各自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發展需求，以及其對開放競爭之不同耐受能力進

行服務業貿易開放，但此一採取彈性化承諾模式之決定，卻也導致東協區域內

適用規範日趨破碎化。特別是在東協減X模式下，雖然此機制使少數東協成員

國得先行締結協議，加速對部份服務業類別之開放，但由於東協減X模式排除

了區域內規範的「一體適用性」，並允許成員國對於締約者即非締約者給予

差別性待遇，並導致了東協成員國間歧異待遇的出現，而各成員國間簽署多個

交錯適用之協議，也將導致「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的出

現，並造成東協各成員國適用之協議趨於繁雜。

東協區域共同的被殖民歷史，以及各國共同經歷之金融危機經驗，使東協

成員國在政治上始終能堅持維持區域團結和一體性之共識，以確保區域之發展

和存續。然而，隨著東協內部貿易協定日趨複雜化之態勢，以及東協成員個別

與他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增加，甚或簽署CPTPP等巨型貿易協定而接受高標準

之貿易規則，此均對東協內部一體性、中心性以及合作基礎，帶來嚴峻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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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其中，由於包含新加坡、越南等在內的部分國家已加入CPTPP，接受高標

準之自由貿易協定規範，並與簽署歐盟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深化與其他國

家之經貿交流以加速其經濟發展。在此狀況下，倘東協其他經濟後進國家無法

加快其發展速度，縮短與新加坡等發達國家之差異，隨著東協成員國發展差異

逐漸拉大，未來東協內部之貿易協商及談判，自然也將面對更多的困難與挑

戰，並會需要折衷地保留政策彈性空間，甚或是採行不具法律拘束效力之宣示

性軟法規範敦促各國進行開放，以符合並滿足成員國不同履約能力及需求。

在現實中，雖然東協透過實施東協減X承諾模式，鬆綁了其過往堅持的規

範一體適用原則，進而在不影響後進國家的狀況下，持續推動區域經貿整合。

然而，考量此種承諾模式，乃是透過犧牲東協規範的一體適用性，換取部分

成員國間短期之整合，此一方法未來究竟是否能擴大適用而促成全體成員的整

合，又或是將造成東協成員國分裂為數個次群體，甚而拖延東協區域內經貿整

合的速度，均值得特別注意。

此外，隨著東協各成員國與區域外國家簽署的FTA數量逐漸增加，東協成

員國間經濟發展程度上之差異也將隨之擴大，其適用的貿易規則也將有更多的

差異。這樣的發展除了可能削弱東協區域整合所產生之競爭優勢，倘東協內部

遲遲無法完成整合，外部貿易協定對東協的滲透又日漸加深，此時東協各國對

於「東協一體性」的認同即可能隨之弱化，甚至可能威脅東協之區域團結，並

造成東協崩壞之狀況發生。

伍、結論

面對著全球區域整合以及貿易自由化的浪潮，東協透過區域內市場及生產

資源的整合，維持東協區域在全球貿易之競爭力及重要性，並穩定區域之發

展。東協在區域整合過程中，努力調和區域內發展程度不同國家對於貿易自由

化的不同期待，並力求滿足成員國對於社會發展之不同需求，此均凸顯了南方

世界國家以「促進發展」為核心政策目標。此外，雖然過往南方世界國家對於

貿易自由化，有著較多的顧忌，且也常傾向利用貿易保護措施保護內國產業發

展。但從東協成員國普遍能在AEC框架下，持續推動貿易開放，並能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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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中，做出超越WTO幅度之貿易自由化承諾觀察。此均顯示在適當彈性政

策機制的配套，以及政治決心的支持下，南方世界國家仍對利用貿易促進社會

及經濟發展有著強烈的期待及渴望，且並非對自由貿易全然採取敵視的立場。

而東協在AEC 2015以及AEC 2025計畫下，對區域整合以及貿易自由化之經驗

及成就，也驗證了在第三波區域整合脈絡下，南方世界國家透過締結區域協定

進行整合，而形塑的新區域經濟秩序特色及成果。

然而，誠如本文前所討論，雖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過程中，東協在貿易自

由化以及消弭貿易障礙之目標上已取得相當之成功，但從東協對AEC 2015藍

圖執行延宕，且AEC 2025藍圖下是否能如期完成預定之區域整合目標猶未可

知的狀況下，吾等也可發現東協成員國在推動區域整合及開放的過程中，逐漸

因涉及議題進入深水區，導致東協後續協定之談判及執行，陷入與WTO多邊

貿易協定相類似之談判遲滯問題。此外，由於東協強調採用軟法及漸進式的整

合模式，且在機制上並未特別針對爭端解決或監督措施另作設計，東協所採行

的漸進式區域整合，究竟是否能使成員國進行更大幅度的開放，其又是否能避

免南方世界國家合作時常出現的遵約（compliance）問題，此等均是未來對東

協區域整合進行研究時，應嘗試以實證角度加以檢驗之問題。

雖然東協因其特殊之歷史背景，使成員國在政治上有更高的決心推動並完

成區域經貿整合，且東協在經貿整合過程中採取的非拘束性及軟性策略，也

有助於成員國接納區域整合之安排，但未來東協成員國是否能化解其彼此對推

動貿易自由化之擔憂及抗拒，其又是否能降低各成員國因經貿能力及發展目標

不同而產生的談判齟齬和歧見，更將是影響東協區域整合成敗的關鍵因素。然

而，不論東協未來經貿整合之成敗，東協成員國在面對諸多困難狀況下，其

對於凝聚其成員國共識，並堅定成員國完成區域整合工作政治決心所做出之努

力，對於目前因成員國嚴重分裂歧見而陷入停滯的WTO多邊貿易談判體系，

均具有高度之參考意義。

隨著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將持續推動區域之經貿整合工作，且由東協

主導並有中國大陸、日本和澳大利亞等15國參與的RCEP談判已在2019年完

成談判，並預定於2020年完成法律文本審核，亞太區域的區域經貿發展和整

合，都將因此些貿易協議之締結和生效進入新的篇章，並將對全球經貿結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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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的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南方世界國家間所締結之FTA，將持續推動

亞太區域之經貿整合，並在促進區域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實現新區域主義下

強調的貿易及發展並進模式，未來也期待此一能調和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利益

及需求的經貿整合模式，能被運用於WTO等多邊貿易談判，成為建構國際貿

易秩序之新藍圖。

 （收件：108年9月23日，接受：10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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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prolifer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global trade and the shift of the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Neverthel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also le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developing nations and developed nations and has increased 

the former’s concerns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de on development. 

Premised on the dependency theory, developing nations contend that increasing 

free trade could worsen their dependency on the developed market and 

undermine their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Third Regionalism, also known as the 

latest wav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FTAs has been 

fundamentally altered. Distinct from the conventional FTAs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o substantiate this argu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under the ASEAN Economic Blueprint 2025 as a case study. With a focus 



 新區域主義下的東南亞國協經貿整合：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　29

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intra-reg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hise article explains 

ASEAN’s incremental and flexible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roach to 

forging the trade-development nexu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Keywords:  New Regionalism, Dependency Theory, Free Trade Agreement,  

ASEAN, Region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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